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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《中国近况》的序言中写道：

“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，立身

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，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

了”。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地鞭笞了欧洲的基督文明。而伏尔泰

在《哲学辞典》中也讥讽了那些自以为是最高文明的基督信徒，

指出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，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以治理

国家的时候，“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

呢”。且不说唐朝那恢宏的气魄，蒙军的饮马地中海；只明朝文学

而言，当你的目光聚于一些伟大作家及其伟大作品时，你也不禁

会同意他们的观点。当罗贯中、吴承恩早已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

作时，法国文学巨人拉伯雷于 年才出版了没有严密结构，

人物外形描绘前后不一致的《巨人传》，薄伽丘于 年

才创作了成就不是太高的《十日谈》，欧洲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

唐吉诃德的问世，那却是 世纪的事了。当成书于嘉靖末到万

历中期的《金瓶梅》问世时，莎士比亚可能还在伦敦街头漫游，担

心着下顿饭的着落。

巨人自有巨人的优势，但巨人也有巨人的弱点。综观明代文

学，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已经开始衰微，但小说、戏曲却奇异地

繁荣起来，尤其是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十分辉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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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文学是指从朱 年始，到元璋即皇帝位的 年

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朝的 年间的文学现象、文学创作实践

年间可分为四个时期：即明初，从开国（洪武）及理论。这 到

天顺 年 ），约 年；明成化到隆庆时期时期（

年） 年 ），多年；明万历时期（

年；明末，泰昌、天启 年 ）、崇祯时期（ 余年。

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发展既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，同时

又促进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，这里包括经济、政治、哲学，民族心

理等；而且文学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。两种因素的交互作

用，互相影响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明代的文学发展可明显看出存在两个大的层次：元末明初

战乱时期的文学；明统治进入和平时期的文学。

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，引起了农民大起义，声势

浩大，席卷全国。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

等南方各割据势力以后登上皇位，随即又派大军扫荡山东、两

河，收复大都，驱逐了元顺帝，统一了全国。元末的战争从韩山

童、刘福通起义始，到朱元璋登基称帝，前 年，全国后历时近

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火之中，战争又影响到知识分子作家及其

创作。

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：

影响人们的心理、情感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引起人们对于生

活的体验，思考，对于人生的再认识，从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。他

们更多地接近了生活，走出象牙之塔，创作的视野扩大了，因此

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，有时会有流传千古的佳作。正如拿破仑攻

入莫斯科，为《战争与和平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，如果没有特洛亚

战争，不 什么内容；同知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会　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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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，元末明初的战争也给明前期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，产生

了不少的佳作。

随着明王朝的建立，政权的逐渐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：马上

得江山，接着是如何保江山。

历史上的统治者，不论是反动的，还是进步的，在其取得政

权以后，总是用两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：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维

护其既得利益，辗死那些危害及企图动摇其统治的力量；另一方

面，他们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，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、行为，

使人们自觉地服从其统治。

明王朝建立之初，由于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元末

的农民战争，他们深深地懂得农民起义的原因，因而善于吸取前

朝的经验教训。朱元璋实行一系列措施，发展经济，同时极力加

强中央集权。经济的发展，政治统治的逐渐稳定，统治者在文化

思想上又实行了严酷的控制：一方面大兴“文字狱”，另一方面又

采取笼络钳制手段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。

这样，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，而且对中国文化的

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，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也就寥寥无

几。再加上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，使民族的智慧，个人的才能，都

受到了遏制，文化视野也随之缩小。

明初的一些作家，从战乱中来，他们的作品大都带着现实的

成分，成就较高。当明朝政治稳定下来之后，许多作品便歌舞升

平，歌功颂德，缺少现实因素。

诗文领域内，元末明初的作家作品中，不少都可折射出当时

的社会现实，宋濂、刘基、高启等人，都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病的作

品，他们或以诗，或以散文，或以传记，或以寓言取胜，具有一定

社会内容的作品相继问世。但随着时代的迁移，统治阶级的政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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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效，一些为统治者服务的皇亲、权臣、道学儒生把持文坛，粉饰

太平、歌功颂德、宣扬教化、消遣享乐的“台阁体”生而逢其时，杨

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为其代表。他们的诗作表面看来雍容华贵，实际

上内容极其贫乏，诗歌里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，艺术上平庸呆

板，了无生气。但由于他们显赫的地位，当时竟有不少的追随者。

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仍有个别诗人如于谦等不为所困，

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，尚能透过歌舞升平的景象，看到社会中的

明显矛盾，对人民的悲惨命运也表现了同情。任何事物，有其盛

必有其衰。其后广大诗人对“台阁体”的作品有所不满，继起的是

以李东阳为首的“茶陵诗派”，他们想以深厚雄浑来代替啴缓冗

沓的“台阁体”。可惜的是，他们过分地注重了诗歌的体制、音节、

声调等形式，内容却远离人民，反而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先

河。

小说创作方面，出现了两部具有重大成就的作品：《三国演

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罗贯中在战乱中因避乱而浪迹天涯；施耐庵据

说也曾参加过张士诚的部队。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独特的生活经

历，再加上在宋元以来关于水浒和三国的话本、杂剧的基础上，

才写成了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小浒传》这两部巨著。《三国演义》以宏

伟壮阔、严密精巧的结构，曲折离奇的情节，再现了东汉末年和

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、政治的、外交的种种

斗争，反映了社会的动乱，人民的灾难和痛苦。作品运用了现实

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，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

人物形象，诸葛亮的聪明智慧，关羽的侠肝义胆，张飞的鲁莽坦

战⋯⋯，都显露出独到的艺术魅力。与《三率，赵子龙的英勇 国

演义》表现的对象不同，《水浒传》则集中笔墨于农民战争，展示

了宋江起义的发生、发展、失败的全过程。作者虽然仍从维护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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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制度出发，称颂了义军的“受招安”之举，但作者首先把触角伸

向了历来为统治者所污蔑、攻击的农民起义军，提供了一个全新

的艺术视角。同时作者也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绘，热情的歌颂，

不少英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，如鲁智深的嫉恶如仇，武松的刚

烈义气等，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。这两部巨著，一方面是对前代

宋元话本创作的继承发展，同时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

小说的大量产生也有巨大的影响。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，小说

创作方面几乎空白，这与当时的文化钳制有关系，也与统治者的

收买笼络有关系，只产生了少数缺乏艺术生气的作品。瞿佑的

《剪灯新话》和李祯仿此而作的《剪灯余话》两部传奇小说，是明

前期有代表性的短篇文言小说，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，

作者抱着明确的“劝善惩恶”的目的，宣扬因果报应，带有浓厚的

迷信色彩。

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比较密切，因此，明初统治者加强控制，

使之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。严酷的禁令，对于戏剧创作产生

了很大的影响。杂剧创作方面，存在着大量的宣扬封建道德，美

化官僚地主的作品，如宁献王朱权的《太和正音谱》，朱有燉的

《诚斋乐府》，这些宫廷剧作家的作品，内容可取者甚少。但在研

究音律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朱权的《太和正音谱》是现存最

早的杂剧曲谱。除了这些宫廷御用的剧作家以外，刘东生，贾仲

名，杨景言等人，在杂剧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尤其是在

爱情戏剧方面。

明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，生产力的积累，出现了相当繁荣

的局面。耕作技术提高了，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

扩大，产量也有所提高，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。同时，手工业也

随之发展起来，冶铁、制瓷、纺织、制盐等方面都有了精细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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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增加了产量。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

还占统治地位，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有较多的可

供出卖的劳动产品，商品经济又随之发展起来。无锡有“乡民食

于田者唯冬三月”。市场经济初具规模，如福建的黑白沙糖和广

东的锡器，不仅畅销国内，还有一部分远销日本、南洋等地；景德

镇即为著名的瓷都。

几千年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

济的冲击，这在中国可谓大事，给一潭死水的封建社会带来了新

的活力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印刷业特别发达，改变了人们的

传播方式，为成化到隆庆时期的小说、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繁

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，同时对人们的思想也起着一

种巨大的影响。

经济的发展，会促使文学的相应发展，但政治对于文学的影

响作用也不可低估。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政治已出现了腐朽没落

的现象。

官僚机构的膨胀，宦官队伍的日益壮大，再加之皇权政治的

日益腐朽堕落，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。一个王朝刚建立

时，官僚队伍相对较小，也较廉洁，但权力的诱惑及维护国家机

器的需要，逐渐地使官僚队伍不那么精简，也不那么廉洁了，明

余名，到了成化时为 余名。这时的太平洪武时官员

皇帝大多荒于政事，武宗就是典型的荒淫无道的皇帝，奢侈淫

乐，劫掠财物，掠夺妇女，无所不为，以至于“市肆萧条，白昼闭

户”。皇帝如此，大批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，剥削无度，大量霸

占土地。武宗曾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，大批农民失去土

地后被迫流亡，因此流民问题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农民

起义连续不断。叶留宗、邓茂七等的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

荣和广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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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治。封建统治者并不从中吸取教训，尤其是宦官擅权，搞得当

时政坛乌烟瘴气，刘瑾除拥有东西二厂外，又设内分厂，一家有

事，邻里皆坐。世宗时曾颁布了一些“改革”的诏旨，但很快又“收

回成命”，他自己经年不朝，迷信道教。以后，严嵩父子又执政

多年，政治十分混乱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到了隆庆时期已

呈现出军政败坏、财政破产的局面。对于这种局面，当时的文学

作品有所反映。

弘治、正德时期，著名的思 想家王守仁，从挽救统治阶级政

治危机的愿望出发，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“心学”，完成了主观

唯心主义哲学体系，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广泛的

影响，复古主义的重新兴起，与此不无关系。王守仁以“良知”为

前提，提出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心外无

善”，肯定“我心之良知，无有不自知者”。他认为“破山中贼易，破

心中贼难”。那么什么是心中之贼呢？他说：“圣人之所以为圣，

只是其心纯乎天理，而无人欲之杂念”“，学者学圣人，不过是去

人欲而存天理耳”。即利欲为心中之贼，正是因为人们追逐功利，

圣人之道才日渐衰微，所以他总结说“：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

倡，孔孟既没，圣学晦而邪说横。⋯⋯圣人之学日远日晦，而功利

之习愈趋愈下。其间瞽惑于佛老，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

功利之心，虽又尝折衷于群儒，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

利之见。盖至于今，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，而习以成性也几

王文成公全千年矣。” 书 因此他的“心学”继承了宋元以来的

程朱理学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学说，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要

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，自觉地遵守“理”，这样，封建的秩序也

就得以巩固。但王守仁又反对程朱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，他

曾说：“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，不是妆装道学的模样”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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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又给文学上反对复古，主张创新，独抒胸臆，提倡卓然独立，自

成一家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，如唐宋派。

诗文历来作为中国正统的文学，经过明初台阁体的冲击，似

已走到了绝路，偏离了“诗言志”的标准，于是复古主义成为必

然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康海、王九思等为代表的“前七子”，他们

强调“诗必盛唐、文必秦汉”，一时摹拟古人，蔚然成风，文人学

子，趋之若鹜。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，出现了并不盲从“，不拘

成法，风格平易浅显”的吴中诗人，以唐寅为代表，对前七子的复

古主义有所冲击。继“前七子”后又有以李攀龙，王世贞为领袖的

“后七子”，他们继承了“前七子”的“是古非今”的传统，更进一步

地倡导“格调“”法式”，不仅从内容上，而且从形式 窃古上摹拟剽

人。他们一扫“台阁体”的影响，创作了一些托事感时，具有一定

社会意义的作品。由于“后七子”的号召，他们将复古主义推向了

极端，甚至鼓吹“视古修饰，宁失诸理”，其声势巨大，出现了“后

五子”“、广五子”“、续五子”等继承其衣钵的各派。但物极必反，

由于他们自身理论的缺点随着发展而愈发暴露，再加上徐渭、汤

显祖等人的反对，彻底地消除复古倾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。与此

同时，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而出现的，有以王慎中、归有光等人

为代表的“唐宋派”，有以杨慎、皇甫冲为代表的一批诗人。前者

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，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，强调学

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法度，他们直抒胸臆，强调文从字顺，朴素

自然，以此来反对“文必秦汉”的主张。后者则不傍门户，自成一

家。但唐宋派的创作只限于散文领域，同时他们也未能从根本上

摆脱前人的束缚；而皇甫冲等人在诗歌领域内没有创作出有力

的作品来与前后七子抗衡；再加上前后七子的主张仍有一定的

积极意义，复古主义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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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剧创作方面，掀起一种“以时文为南曲”的逆流。成化年间

号 作《五伦全备记》，充斥着露骨的封建伦理称理学名臣的丘

道德说教，美化官僚地主的统治，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，

因此成化前后戏剧创作萎靡不振。到了弘治、正德年间，一批被

统治者挤出统治集团的作家，如康海、王九思、李开先等人，对于

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，王九思的《杜甫游春》，康海的

《中山狼》，以及传奇《宝剑记》、《鸣凤记》、《浣纱记》、《明珠记》、

《绣襦记》等代表性作品，直接将现实生活的题材搬上舞台，表现

了强有力的生命力，反击了戏剧创作中那种歌舞升平，为封建道

德伦理作注解，充满说教和规劝气味的创作逆流。从成化年间开

始，传奇戏曲有所发展，为以后传奇的繁荣打下了基础。

散曲在元代兴旺之后，到了明代，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作家

和作品，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。此时散曲创作中出现

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和作品，以康海、王九思和常伦等人为代

表的清丽派；以陈铎、冯惟敏、薛论道、金銮等人为代表的豪放

派。清丽派的作家们多叹世乐闲之作，但其隐居乐道的背后，也

不时透露出对官场、对世情的感叹，呈现出清丽委婉的艺术风

格。豪放派的创作，多反映现实生活，或讥讽，或笑谑，或揭露，谴

责，关注，抒情，往往都沉厚真挚，即景抒怀，朴素风趣，富于生活

气息，其艺术风格则豪放恣肆，慷慨悲凉。冯惟敏被称为曲中的

辛弃疾。他们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，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有所创

新，但仍没有完全摆脱陈陈相因、消极颓废的色彩，题材不广，境

界不高。

这一时期，小说创作继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的问世，又出

现了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作品 《西游记》，吴

承恩虽处于前后“七子“”驰骛天下”的时代，但独特的生活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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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他容易理解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，塑造了一个

天不怕地不怕，定要让玉皇老 孙悟空儿让出天宫的叛逆者

的形象。在那视皇帝为天子且厂卫横行的年代，作者敢于描写孙

大圣藐视一切，大闹天宫，不可不谓作者的胆识过人。吴承恩运

用浪漫主义的手法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，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

的人物形象。《西游记》的问世，影响巨大，引起了人们对于神怪

题材小说的广泛兴趣，出现了一批神魔志怪小说、对后世的小说

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万历时期，由于当时的经济、政治、哲学思潮对于文学的影

响，文学创作中复古与反复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文学解放思潮

冲击文坛。嘉靖以后，小说，戏曲得到了发展，到了万历时期，创

作十分繁荣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取材也比较广，正统的诗文理论

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

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呈现加速运动的势态，尽管腐朽

的统治能一定程度起阻碍作用，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突破生

产关系的束缚，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。明中叶后，农业和手工业

缓缓地向前发展着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比前代繁荣，农村的

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 农业雇工的出现，农民

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松弛了，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，顾炎

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“：田入佃手，其狡黠者，逮负租税莫

可谁何，业经转手，佃乃虎踞，故有久佃成业之谣”。随着经济的

发展，雇工、手工业者、作坊主、商人出现了。尤其是商人的出现，

他们割断了小手工业者和制成品市场的联系，也割断了他们与

原料市场的联系，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本家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

经萌芽，要求人们的意识，观念与之适应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

下精神基础，否则，让具有小农经济观念的人来发展资本主义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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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是不可想象的。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当时的文艺复兴对于

人的肯定，对于中世纪愚昧思想的冲击有关。

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市民阶层也壮大起来，首先他们就

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显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。他们要求把

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。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，著名的思

想家李贽的“异端邪说”，都富有叛逆精神，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心

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，肯定了人的价值。如王艮认为“良

知”是平易的，非玄妙的，又认为“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”

“百姓日用有条理处，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”。而李贽则更进一步

认为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是人的自然要求，充分地肯定了“人欲”的

合理性。他轻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“、六经”，把历史上的“圣人”“，山

人”说成是欺世盗名的“商贾”和“穿 ，虽其观点有片面的一

面，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。李贽在文学上一反前人的传

统观点，把明小说、戏曲与古之秦汉的文，六朝诗对等，这种大胆

的唯物主义思想，在文学上影响巨大。

腐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总是在清明 败

灭亡的轨迹中打转，不论其当初多么廉洁，多么圣明的统治

者，时间一长其弱点暴露也越充分。从明中叶开始，到了万历时

期，封建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：宦官擅权，兼并土地现象非常

严重，明初的军屯制度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这些不仅影响到

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也削弱了 明的边防力量，因此，这个时期边境

时传警报。为了解决政治危机，明统治者不知从内部机制的整顿

开始，而是增加赋税、徭役和地 百姓租，大肆地搜刮本已艰难的

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都“身无赋，产无徭，田无粮，物无税，

且庇护奸民之赋，徭，税”。这种特殊的待遇，一方面引起了土地

兼并者肆无忌惮地占有农田，据明万历三十八年清查，无锡县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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绅地主所占土地为全县总额的 以上。另一方面又引起国家

更严重的财政、军政危机。尽管张居正从挽救“将圮而未圮的大

厦”的愿望出发，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，一定程度

上缓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，但要治本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不

久张居正即遭排挤，统治者不允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。以

神宗为首的统治者更加腐朽不堪了，神宗本人荒淫残暴，沉缅于

酒色财气之中，他们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，直接影响到社会风

气，世风日下。加之神宗又扩充宦官队伍，充当矿盐税吏，到处掠

夺，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。一王朝初建时那种蒸蒸日上

的勃勃生机不见了。这些丑恶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

所反映。

马克思说过：“关于艺术，大家知道，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，

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，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

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。”这种“不平衡”

的现象，在明万历时期表现了出来。

万历时期，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。小说，戏曲等

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密切了，尤 市其是新兴的社会力量

民的生活、思想和感情得到了反映，语言通俗浅近，也贴近群众。

《四库全书》说“：万历以后，心学横流，儒风大坏，不复以稽古为

事。”这是清朝官方面对解放思潮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。这时

期，文学家们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复古思潮，提出了全新的、夺

人双目的代表市民文学的新观点，在创作上也实践了其理论主

张。

诗文作家们，不满于学舌七子所形成的“万口一响”的创作

危机，首起的有徐渭，汤显祖，李贽，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倾向，徐

渭提出“出于己之所得”，李贽则提出“童心”说，为以后的公安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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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创作开了先河。公安派则在“童心说”的基础上强调“独抒性

灵”“，任性而发”，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，他们想以“幽

深孤峭”的风格来增强散文的感染力，形成一种孤峭奇崛的诗

风。虽然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，对

于纠正复古之风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明代戏剧有两种形式：传奇戏曲和杂剧。明代传奇剧经过中

期的繁荣，万历时期达到了顶峰。明初多应制之作，赤裸裸地宣

扬忠孝经义；成化至隆庆时期的剧作突破了前期的束缚，增添了

现实的内容；万历时期传奇剧作大量涌现，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

采，唱腔以昆腔为主，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高濂的《玉簪记》，周朝

俊的《红梅记》，孙仲龄的《东郭记》，此外还有《鸾鎞记》、《玉镜台

记》、《双烈记》、《琴心记》等，而吴江派的沈璟和临川派的汤显祖

则为此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。沈璟注重“音律”，强调戏曲的语言

本色，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昆腔的地位。汤湿祖则批判“按字摹

声”，强调“抒情写性，自然而然”，不为“曲律”所束缚，并提出文

学应表达“不可一世”的“至情”，在唱腔上，他接受海盐腔和弋阳

腔 载道”明显地对立着，由于沈汤。他们的观点与正统的“言志

的影响。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，互相对立，促进了戏曲理论和创

作的发展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，明末戏剧创作基本上分为

吴江和临川两大派。剧作内容可分为三类：现实时事剧；讽刺剧；

爱情剧。

杂剧此时一方面是北曲已成为绝响，另一方面，杂剧在音律

上已出现了南北混合的迹象。形式上也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的

束缚，出现了大量的短剧，同时，一些不讲究戏剧冲突的戏剧小

品也出现了。著名的杂剧有《四声猿》、《一文钱》、《骂座记》。但

也有一些内容迂腐之作存在，这只是一小股逆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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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，市民阶层的壮大，使通俗小说得

到了发展的机会。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小说的容量大，反映面

广，理论家们给其很高的评价，如李贽就曾把《西厢》与秦汉文、

六朝诗并论，袁宏道也称《水浒》为逸曲。加之印刷术、刻书业的

进步和发展，为小说的传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，徐谦在《桂官梯》

卷四引《劝诫类钞》中说“：万历年间，有才子张某⋯酷爱编选小

说，刊行发卖，自谓借人泡影，作纸上机锋，属子虚，无伤阴德

耳。”小说的商品化倾向，刺激了小说的创作。万历时期小说创作

达全盛时期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仅留传下来的便达几十部之多，

这些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四种类型。①讲史小说，如《北宋志传》，

《新列国志》等。我国历史悠久，浩翰如烟云的史籍客观上为这些

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加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

化，借此可使作家托古讽今。讲史小说又可分为两类：一类为历

史演义 以历史事件为主；另一类为英雄传奇 以英雄人

物为中心。英雄传奇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要高于历史演义。讲

史小说继承了明初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的传统，并进一步发

扬光大，但绝大部分讲史小说比较粗糙，结构不够严谨，人物的

形象不够鲜明，这与作家身兼出版商，没有仔细雕刻作品有关。

②神魔小说，这类小说涉及神魔鬼怪，充满了奇异的幻想，这与

当时宗教的风行有关系。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奢极欲，挥霍无度，

另一方面又求仙访道，信奉佛教，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

时，这不能不影响到小说的创作。当然不乏反映现实的优秀之

作，罗懋登的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，许仲琳的《封神演义》

及余象斗的《南游记》、《北游记》等小说，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占一

定的地位。其中《封神演义》所取得的成就最大。③世情小说，最

著名的要数明四大奇书之一的《金瓶梅》了，作者署名为“兰陵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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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生”，作品以发散式的结构，以西门庆为中心，辐射到统治阶级

上上下下互相勾结，包庇为奸，同时又互相争斗的复杂的网状的

社会关系，结构完整，注意细节的刻画，语言生动而个性化，是我

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，对后世的影响

很大，明末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其明证。④公案小说，这是当

时腐朽黑暗的政治的反映，如余象斗的《皇明诸司公案传》，不过

此时没有产生多少成就很高的作品。

模拟话本而创作的小说被称为“拟话本”，从万历开始拟话

本创作之风日盛“，三言”，及仿“三言”而创作的“三刻”等作品，

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。这些作品中，原先作为反面形象的

商人、手工业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，在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

会里，这一变化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在描写爱情时，两性中

的神秘面纱被揭开，偷情、外遇等现象作为正常。但其中也有美

化统治阶级，宣扬封建糟粕的东西存在。在艺术上发展了话本的

特色，但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方面不如话本，鲁迅先生指出

“明人拟作末流，乃诰诫连篇，喧而夺王，且多艳称荣遇，回护士

人，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”（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《鲁迅全

卷 页。）集》第 第

张居正改革失败后，天启、崇祯时，明朝已病入骨髓。朝廷内

外党派林立：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、昆党，各立山头，互相倾轧，

争权夺利，只有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还算得上一个要求

改良社会的政治集团。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，总揽内外，专

横跋扈，大肆剿捕东林党人，翻云覆雨，无所不为。土地的高度集

中，明朝政府又征收“辽饷”“、剿饷”“、练饷”，农民濒临绝境，倾

家荡产，到处流亡，加之天灾、水灾、虫灾，瘟疫不断发生，农民起

义连绵不断，兵变民变迭起，加之关外满族虎视眈眈，风雨飘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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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明政府朝不保夕。

事物都有两个方面，社会的动乱，使作家们有更多的机会面

对现实，接触到社会的矛盾，反映社会的变动，感受社会的风暴。

在诗歌领域内，万历时期“公安派”诗意浅露，竟陵派诗境狭

小，这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，当时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

体的复社、几社的诗人们，以陈子龙和夏完淳为代表，立意与之

抗衡，他们重新拿起了复古的理论，肯定前后七子的不可掩之

功，陈子龙与宋徽舆等编选一部《明诗选》倡言复古，但他们并不

一味盲从，而是有所批判，他们的复古，不是对于“前后七子”的

简单回归，而是面临严酷的现实，用血和泪凝成的诗文来表达忧

国忧民之情。他们的诗歌克服了模拟之风，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

色，缩短了诗歌与现实斗争的距离，倾注了忧愤时乱的沉重感

情，悲劲苍凉。此外还有抗清英雄张煌言、翟式耜等也有慷慨激

昂的诗篇，但他们大多忙于战事，无很多时间来对作品雕刻，故

未免有些粗糙。

与诗歌领域创作相仿，散文创作也是一种“回归”，但现实的

矛盾，社会的动乱，常常使这些作家突破自己的理论主张，形成

了晚明小品文的繁盛时期。如张谋溥、夏完淳，他们作品质朴元

爽，或凝炼。其他如张岱，王思任，刘侗，祁彪德等各有风貌，在散

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
戏剧创作领域仍受万历时期吴江派和临川派的影响，临川

派以孟称舜、阮大铖、吴炳为代表，吴江派以袁晋、沈自晋、范文

若为代表，他们延续了汤、沈的理论。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才子

佳人戏，大多滥调陈词，但也有一些闪耀着新的思想和艺术光辉

的作品。其中袁晋的《西楼记》和阮大铖的《燕子笺》最为有名。

社会政治的腐朽，统治阶级的堕落，加之《金瓶梅》的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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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领域里出现了反映堕落世风和才子佳人的小说。才子佳人

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固定的模式：“落难公子中状元，私订终身后

花园”，有些作品多描写淫秽的东西，艺术情节变化不大，人物一

为才子，另为佳人，最后大多以“大团圆”结尾，如《玉娇梨》、《好

逑传》、《吴江雪》等。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批判了堕落的世风，表现

了作家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的不满，对统治者的罪恶在一定程度

上有所揭露。董说的《西游补》是继《西游记》之后神魔小说中出

色的一部，有惊人之笔，名为《西游补》，但作者跳出了《西游记》

的束缚，托笔幻想，指斥时弊，文笔诙谐，想象奇特，但也明显地

受到佛教的“物我皆为空”的消极影响。

民歌作为雅文学的对立面，以俗文学的面目出现，是劳动人

民经过长期的口头创作，又口头流传，在流传中又经过集体修改

和加工的，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。民歌从《诗经》中

“风”开始，经过汉魏的乐府，到了明代，成为“一绝”，单人月在

《古今词统序》中说“：我明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又让元，庶几吴歌，

桂枝儿，罗江怨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”。民歌在明代极为流行，数

量可观。由于民歌直接来自民间，感情真挚，语言纯朴，无丝毫做

作，带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，洋溢着生活的气息。明代民歌之

所以繁荣，关键在于民歌之“真”，存天地间至性至情之文，那些

无病呻吟，粉饰太平，曲意做作的士大夫是无法企及的。著名的

如《锁南枝》，天真、新颖的比兴，表达了一对情侣无间的感情。

明代的民歌对文坛的影响也巨大，沈德符曾说有些士大夫

“酷爱之”，如刘效祖、金鸾等。另外明代通俗文学的小说、戏曲、

传奇等也引民歌，从而使作品更生动活泼。粗犷带有原始气息的

民歌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，想象奇特，善用比喻、象征、夸张、烘托

等艺术表现手法，语言朴素自然。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些作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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